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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谁的利益？

Whose Interests that NPC Represents?

对等于西方国家议会的全国人大是中国民主的象征，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大政治也一直是外界衡量中国民主政治进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每当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时，国内国际媒体云集北京，来看民主的进展一个究竟。

没有人会否认八十年代初以来，全国人大经过各方面的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前，全国人大仅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只是对党和政府所作的决策加以正式化。经过改革，现在全国人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极权力，和党和国务院分享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功能的强化，趋向于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立法机构，同时全国人大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功能也大大加强。所有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非常有利于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人大不比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弱。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大大忽视了，即全国人大代表谁的利益？全国人大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的象征是因为它应当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或者说人民是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表达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人民是否能够当家作主主要要看全国人大的改革了。那么，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概括地说，尽管在改革的年代，全国人大已经开始从一个虚权的机构向一个实权的机构转型，但其对人民的利益的代表性并没有丝毫的增加，从形式上来看，可能反而减低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这里主要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因为中国的选举制度的驻足不前。全国人大代表并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从理论上说，中国只是实行县级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县人大代表选举省级人大代表，再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层次越多，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就越低。对普通人民来说，谁也说不上自己的利益是怎样地被人大代表所代表的。


其次是党对人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的控制。尽管现在不像过去人民完全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但党还是在候选人的提名上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且代表层层间接选举产生这一事实也提供给党予种种机会来控制候选人的提名。

第三个主要的因素是人大常委和专门委员会权力的增强。人大以往成为“橡皮图章”不只是因为党垄断了全部的政治权力，还在于人大也不具备组织能力与中共的其他权力机构分庭抗礼。人大代表一般在三千人左右，范围的庞大和人员素质的低下妨碍了人大成为真正的代议机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全国人大采取两项补救措施。第一是强化人大常委会的作用。根据赵紫阳的说法，就是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实际上的权力载体，而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作为全国人大的“橡皮图章”。这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中共中央和政治局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央全会一年一次，但实际上政治局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无论是重要议程还是政策，都是政治局决定了之后再拿到中央全会来讨论和通过。全国人大的常委也就履行了一样的功能。常委（辅助于专门委员会）决定人大的议程、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然后再交给人大代表大会讨论。因为人数少，权力就比较集中，行使权力的效力也相应地提高。

第二项措施就是设立专门委员会。在专门委员会成立后，人大专业化程度提高，权力加强。专门委员会一般由政治实权人物和专业人员两类人员组成，他们对政府部门决策的审议和讨论能力同一般人大代表是不可同日而言的。每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仍旧是象征性的，人大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人大常委和这些专门委员会的手里。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的改革是人大权力变迁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可惜的是，这种变化是以牺牲民主性为代价的。人大之所以成为民主的象征主要是因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他们应当来自人民，代表人民的利益。因为人大代表人数众多，运动不便，所以又进一步把权力让与给了人大常委。但是应当看到，人大常委会本身并不具备代表性。人们肯定的是常委及其专门委员会的专业性和行使权力的有效性，而不是这一机构的民主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人大常委员的权力及其运作除了受其它政府权力部门的制约外，完全不受人大代表的制约，更不用说是人民的制约了。从代表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非民主的。

现在人们肯定人大常委及其专门委员会，是因为它们强化了人大的权力，即人大对于其他权力机构如国务院的权力。实际上，人们还没有把人大本身的民主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随着民主化的发展，这个问题肯定要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人大就很难成为民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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